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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体制下的契约化治理

    重新认识中国宪法中的“两个积极性”

丁 轶*

摘 要 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超大型国家治理的现状使得传统的等级制分权模式

极易发生组织失灵现象。为了有效补救此弊端、减少治理成本,契约制分权模式作为一种可行

的辅助手段在现实中被引入,由此所形成的宪法形态亦具有组织章程和长期性契约两种类型。

进而,通过对于“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的两种解读可以发现,“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变通”和

“行政发包制下的属地化管理”构成了该条款的两张面孔,而通过组织文化和模糊性治理的有

效运行,压力型体制与行政发包制会相互嵌入,组织章程式宪法亦会转化成契约式宪法,具有

关系性契约和不完全契约的典型特点。在终极意义上,经由“两个积极性”条款所衍生出来的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名义权威与实质权威间的相互转换,使当代中国的央地关系结构可以

在动态变迁中保持平衡,实现了等级体制下的契约化治理。

关 键 词 两个积极性 不完全契约 行政发包制 组织文化 模糊性治理

无疑,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宪制”〔1〕性安排中,纵向维度间的分权问题总是构成了其中非

·068·

*

〔1〕

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本文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制度创新视野下的地方社

团立法试验机制研究”(15YJC820008)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初稿先后在第八届北京青年政治学论坛和第六届

“法权秩序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感谢刘忠、任峰、田雷、翟志勇、章永乐等诸位师友的建议和意见,
文责自负。

本文所谓的“宪制”,并非是“宪法”(constitution)一词的另类表达,而是指在一个现代国家的构建、
建设过程中(statebuilding),为了有效应对诸如政治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等一系列

重大的、长期的和根本的问题,所衍生出来的某些基本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实践。类似的分析,参见苏力:“何为

宪制问题? ———西方历史与古代中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91-93页;另见章永乐:《旧
邦新造:1911-1917》(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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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的方面。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一个国家(尽管他指的是共和国),“如果小的话,则亡于外

力;如果大的话,则亡于内部的邪恶”。〔2〕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得不好,轻则导致中央与地方间

的激烈对抗和严重摩擦,重则造成整个国家的分崩离析和政治动乱。考虑到中国属于典型的

超大型国家,如何有效解决纵向间的分权问题,自然就成为了历代统治者们必须要面对的“宪
制性议程”(constitutionalagenda)。〔3〕而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1978年以后,上述问题尤为

凸显:一方面,改革意味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全方位转换和变迁,中央必须要掌控变

革的总体方向、步骤和分寸;另一方面,改革又意味着对于原先高度集权之体制的松动,势必要

求国家还权于社会,中央放权于地方。显然,这两个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必然会产生冲突,而如

何有效化解这种冲突,就成为了改革是否成功的一个试金石。不过,至少在目前看来,上述潜

在的冲突还是在现实中得到了有效的化解———1978年以来的改革经验恰恰表明,当代中国的

中央与地方关系并不是处在一种僵化的状态,相反,“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改革的发动

还是改革的可持续,地方的动力都非常重要。从中央———地方关系中寻找改革的动力,早已经

成为中国改革的定律。”〔4〕于是,探寻现实背后的具体成因及其相应的运作机理,就自然成为

了理论上的必须,本文也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不过,本文的研究主题较为特殊,关注的对象

是一个宪法条款,这便是我国现行宪法(八二宪法)的第3条第4款———“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

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即著名的

“两个积极性”条款。
众所周知,“两个积极性”条款源于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名为《论

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其中,在这篇讲话的第五部分里,他谈到了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

本准则,即“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
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认为“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而在具

体的实现方式上,毛泽东着重强调了“商量办事”的作风,即“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

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5〕“两个积极性”学说一经发表和传播,立刻成为了指导中央

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在后来的七五宪法(第十条)和七八宪法(第十一条)中得到了忠实

地表达,〔6〕而在代表历史新时期的八二宪法中,“两个积极性”原则同样被保留了下来,尽管

在表述上与前两部宪法相比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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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4页。
参见(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版,第1-2页。
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中文版序

第1页。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5-277页。
不可思议的是,不少专门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甚至是直接讨论“两个积极性”原则)的论著,竟然

在这个很简单的史实问题上犯下了错误。比如,冯舟认为,直到八二宪法,毛泽东的“两个积极性”原则才被写

入到了宪法中,而共和国的“前3部宪法都没有对中央与地方关系作出过规定”。类似地,封丽霞也认为,“新
中国头30年,宪法性文件中只有《共同纲领》对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进行了原则规定。之后的1954
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对中央与地方职权划分并未加以确定和反映。”进而,(接下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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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两个积极性”原则及其相应的宪法条款,学界之前已多有研究。比如,在苏力那篇有

名的讨论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的文章中,就对“两个积极性”学说及其实践给予了高

度的评价,认为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两个积极性的基本思路是当代中国政制形成的一个

成功的选择。”不过,在肯定功绩的同时,苏力也承认两个积极性亦具有缺陷,其中“最主要的问

题就是‘协商办事’进路中的非制度化因素,它意味着中央与地方各自权限受政策影响过大,

受个别领导人的权威和判断影响过大,受客观情势的影响过大,因此有更强的‘人治’色彩”。

相应地,苏力认为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从一种注重实践的眼光来总结50多年来的政制经验,

注意以制度化来保证和稳定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逐步使作为一种政制策略的两个积极性转化

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两个积极性都得到制度化的保证”。〔7〕可以说,苏力

的上述观点也在大体上代表了其他研究者对于“两个积极性”的看法和评价:一方面,在抽象的

思想学说层面,“两个积极性”仅仅是政治家们的一种经验性的总结,“而没有上升到现代政府

管理理论的层次,操作性不足,没有‘制度化’,更没有达到法制化的程度,所以一遇‘风吹草动’

就很容易被‘一风吹’”,〔8〕“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不利于政制的统一和稳定”。〔9〕另
一方面,在具体的宪法规范层面,尽管“两个积极性”是宪法条文中的内容,“但也仅仅是作为抽

象的‘宪法原则’而存在的。这些原则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10〕而之所以如

此,主要是因为“两个积极性”条款的“政治宣示意义要远大于法律规范意义”,〔11〕更类似于一

项政策规定而非法律条文,这就导致了实践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更多依赖于中央政府与地方

政府间的权力博弈,“概言之,国家关于此问题的处理方式乃是非法律式的,虽有宪法条文明确

〔6〕(接上注〔6〕)在她看来,“1982年《宪法》首先确定了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原则”。而在郑毅的文

章中,尽管作者注意到了“两个积极性”原则在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均有所体现,但似乎不太清楚产生

该原则的来龙去脉和时代背景,认为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的第16条和第33条就提出过“两个积极

性”原则,而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对于“两个积极性”原则的规定,其实是对于《共同纲领》的文本回归。

又认为在《论十大关系》发表前两年的五四宪法中,尽管没有提及该原则,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主要领

导人始终对其青睐有加,故在政策实践中其实并未被忽视。”参见冯舟:“论宪法第三条第四款———也读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五节”,《政法论坛》2007年第5期,第78页;封丽霞:“集权与分权:变动中的历

史经验”,《学术研究》2011年第4期,第38页;郑毅:“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宪法文本中的演变”,

《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4期,第91-92页。

〔7〕参见苏力:“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五节”,《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2期,第49、51页。

〔8〕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第三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

〔9〕胡萧力、王锡锌:“基础性权力与国家‘纵向治理结构’的优化”,《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3期,第56页。

〔10〕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第30页。

〔11〕郑毅,见前注〔6〕,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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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但似乎只是给中央与地方这种‘收放式’权力划分套上合法的外衣。这也恰是此条款

为人所诟病的原因。”〔12〕

显然,无论是在思想学说还是在宪法规范层面,“两个积极性”都因其明显的非制度化、非
正式化色彩而备受争议。不过,在承认上述看法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同时,在本文看来,揭示出

隐藏在其背后的支配性逻辑也显得同等重要———实际上,上述看法反映出了一种典型的“清晰

性治理”逻辑,无论是“法律条文”“法律规范”还是“制度化”,在这些表面措辞的背后,其实或多

或少都认为当代中国的央地关系应该通过一种稳定的、成文的、可预期的方式来加以安排和调

整,应该尽可能地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固定化、明晰化,否则,模糊的表达必将导

致模糊的实践,最终也将在无法预期的权力博弈中严重损害到中央与地方各自积极性的充分

发挥。然而,如果这就是故事的全部,那么,“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的应有魅力和价值就会大

打折扣,诚如其中的一位评论者在其他地方所指出过的那样,“法治回应的是社会生活,是社会

的产物,并作为整体来说是功利性的,而不是超验的”,〔13〕若是此言非虚,那么对于“两个积极

性”条款这样一种法治化建制的具体理解,亦应采取同样的语境论进路。〔14〕其实,试图将当

代中国的央地关系实践及其法治化表达,以“制度化”“法律规范化”的名义和标准进行统一评

判的做法,有可能是一种对于真实世界生活现实的简单化处理,因为它“把现实关闭在一个逻

辑协调的但是局部性的和单方面的思想系统中,并且不知道现实的某些部分是不能够合理化

的,而合理性的使命就是与不可合理化的东西对话”,〔15〕没有认识到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

内部,对于某些要素加以“制度化”“法律规范化”的做法往往会同时带来高昂的转型成本,会对

其它系统要素产生非线性的影响并最终会反馈到自身,既有可能是正反馈(加强、激发),也有

可能是负反馈(减低、抑制)。〔16〕相反,在本文看来,对于“两个积极性”的宪法表达及其实践

的具体研究,要求研究者跳出诸如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法律规范化与政策规定性这样的二元对

立框架,从一系列复杂因素(比如中央集权单一制的结构约束、超大型国家的治理现状和前景

不确定、风险不可期的改革环境)的相互作用之中,来深刻体察“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的宪制

意义及其实践价值。

有介于此,本文试图关心的主要问题就是,对于“两个积极性”这样一个看似具有模

糊性、含混性色彩的宪法条款,在其饱受批评的非制度化、非正式化特征之下,在其表面

上的指导性作用和政策性意义以外,它是否还传达出了某些不为人所注意的其它信息或

信号? 进而,作为一种既来源于现实又反作用于现实的法治化建制,“两个积极性”条款

所反映出的和规范着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央地关系现实? 在本文看来,如何理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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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冯舟,见前注〔6〕,第72页。
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参见苏力:“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第40-

59页。
(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导论》,陈一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10页。
参见(南非)保罗·西利亚斯:《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理解复杂系统》,曾国屏译,上海教育科技出

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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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涉及到了对于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总体把握与界定,而通过对于“两个积

极性”宪法条款的合理解读,我们也可以一窥中央与地方间的复杂互动过程及其相应的

运作机制。当然,本文并非是一篇法教义学论文,不是立法学论文,也不是宪法史论文,

更不是一篇“继受法学”〔17〕意义上的比较法论文。相反,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另辟蹊

径,主要借鉴组织社会学和契约经济学的具体思路,从国内学界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

新近研究成果出发,对“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的宪制意义及其实践价值加以组织学意义

上的剖析和揭示。本文认为,宪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存在于组织系统内部的

组织章程,其实质在于为不同等级间组织成员的相互交往提供大体稳定的预期。然而,

由于超大型组织内部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决策一统性与治理有效性”间的深刻矛盾,这就

导致作为组织章程的宪法,会在现实中演变成一种规定不同组织成员间之权力资源分配

的长期性契约和不完全契约,而“两个积极性”条款就构成了这种契约的核心内容,因为

它直接体现出了包括剩余控制权在内的基本产权关系,从而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灵活调

整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合法性基础。相应地,由此所形成的央地关系格局,亦会呈现出正

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名义上的正式权威与事实上的实质权威相互转化、彼此转换的状

态。进而,这种压力型体制与行政发包制相互嵌入的治理模式,就决定了在当代中国央

地关系的宪法治理中,“模糊性治理”而非“清晰性治理”的制度逻辑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占据主导地位,在终极意义上,这构成了我们有效理解“两个积极性”条款之宪制意义

与实践价值的重要线索和深层密码。

一、行政分权的两种模式———托尔维尔命题再思考

这里所谓的“托克维尔命题”,其实就是指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的一段经典

表述。在他看来,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性质非常不同的集权形式:一种是把和全国各地都有利害

关系的事情的领导权“集中于同一个地方或同一个人手中”,这属于“政府集权”;另一种形式则

是和地方的建设事业紧密相关,这种意义上的领导权集中属于“行政集权”。进而,基于上述划

分,托克维尔对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给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

至于我个人,我决不能设想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政府集权会生存下去,尤其是会繁荣

富强。

但我认为,行政集权只能使它治下的人民萎靡不振,因为它在不断消磨人民的公民精

神。不错,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地区,行政集权可能把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集结

起来,但将损害这些力量的再生。它可能迎来战争的凯旋,但会缩短政权的寿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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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按照凌斌的说法,所谓的“继受法学”,主要是当代中国法学的一种思想图式,它“以域外的法

律制度或法学理论作为尺度和标准,用以衡量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其典型模式就是:因为德国法或

美国法上如此,所以中国法上也应如此。”参见凌斌:“什么是法教义学:一个法哲学追问”,《中外法学》

2015年第1期,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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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能对一个人的转瞬即逝的伟大颇有帮助,但却无补于一个民族的持久繁荣。〔18〕

显然,托克维尔命题旨在告诉我们,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是迥然不同的两类现象:即便是

在分权趋势看似明显的联邦制国家,其实也存在着鲜明的政府集权特征,这一点从托克维尔对

于19世纪美国民主制度的考察中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大革命前的法国却呈现出了另外一番

景象———以巴黎为中心的行政中央集权制犹如洪水猛兽一般吞噬了几乎所有的地方自治空

间,甚至于诸如土地上应该种植何种作物、修补被风刮坏的教堂房顶、重建神甫住所的坍塌墙

垣这类事情,都需要得到御前会议的批准,政府此时已经由“统治者转变为监护人了”,中央政

权也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19〕进而,从托克维

尔命题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除非是领土面积特别小的袖珍国家)而言,政
府集权都是必要的,而行政集权却不可取,相反,必须在中央与地方间的权力划分上做出适当

的调整,以保证某种合理的行政分权状态。于是,在本文看来,在行政分权的问题上,便会出现

如下两种不同的调整模式:

  行政分权类型

具体对比事项       

契约制模式 等级制模式

主体间地位 自由、平等主体 不平等主体,上下级有别

主体间关系 谈判、协商、讨价还价、相互妥协 命令、指令、服从、支配

分权特点 权力分割 权力下放

制度背景 市场制度 组织制度

如图所示,在“契约制模式”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是大体平等的合作主体与缔约对象,

二者间的权力资源分配主要通过建立在讨价还价、相互妥协基础上的谈判、协商方式来确定。

相应地,这个意义上的行政分权主要是一种合意化的“权力分割”(divisionofpowers),即通过

中央与地方谈判、协商之后所形成的契约条款来制度化地划分彼此间的权限范围;而在终极意

义上,契约制模式典型地代表了一种市场制度,力图将二者间所有的权利义务关系都转化为缔

约关系和交易关系,继而通过政治市场中的谈判行为来实现权力资源的最优化流动与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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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7页。对于托克维

尔上述思想的具体讨论,参见(法)雷蒙·阿隆、(美)丹尼尔·贝尔等:《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陆象淦、金烨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135页;(瑞典)理查德·斯威德伯格:《托克维尔的政治经济学》,
李晋、马丽译,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第45-46页。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2、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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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相比之下,“等级制模式”〔20〕构成了另一个极端,在这种模式中,根本不存在平等主体

间的自由谈判和协商,相反,“纵向间的支配关系替代了横向间的交易关系,相应的运作机制也

由平等主体间的讨价还价转变成了不同等级间的指令化服从”。〔21〕换言之,上下级之间的命

令与服从关系或权力支配关系构成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决定因素。自然,这个意义

上的行政分权也就谈不上是一种契约主体间的合意化分割,而变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下

放”(devolutionofpowers),它“首先预设了一个中央权威的存在”〔22〕或者“暗指有一个中央

行政管理机构存在,这个中央政府能够根据自己的愿望将权力分散下去,也可以重新将权力集

中起来”,进而,“在权力下放的制度中,权力的扩散事实上是一种恩惠,而不是权利”;〔23〕而在

终极意义上,等级制模式其实代表了一种组织制度,即一种为了特定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具有

集中协调功能的结构系统和社会单元。〔24〕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归纳仅仅是静态的和理想型的。在现实世界中,任何国家可能都无法

完全符合其中的某一类。不过,总的来说,如果以联邦制和单一制这两种众所周知的国家结构

形式 〔25〕作为例子来加以比照,我们不难发现,契约制的程度从左到右是在不断减弱的,而等

级制的成分却在不断加强。当然,诚如某些典型的“分权制衡联邦制”〔26〕国家(比如美国、澳
大利亚)已经越来越具有等级制特征一样,〔27〕契约制特征也并非在单一制国家中完全消失

了———比如,大量关于英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均表明,虽然英国是典型的单一制国家,但“随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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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必须指出的是,这里使用的名称是“等级制”而非学界经常使用的诸如“科层制”“官僚制”一类的称

谓,其原因在于,“科层制”是一种最早被社会学家韦伯所提出的、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治理模式,除了具有内部

等级特征以外,往往还预设了诸如专业化、规则化、职能分工等标准,而在本文的讨论中,等级制就是一种组织

制度,至于是否还符合专业化、规则化等方面的要求,则不做具体要求,这有助于扩大本文的分析范围,换言

之,在本文中,科层制只是等级制模式的一种情形而已。至于“官僚制”,由于该表述过于与政府治理相关,且
带有较强的贬义色彩,本文亦不拟采用。

丁轶:“反科层制治理: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学术界》2016年第11期,第28页。
王丽萍:《联邦制与世界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美)丹尼尔·J·伊拉扎:《联邦主义探索》,彭利平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页。

SeeJamesG.MarchandHerbertA.Simon,Organizations,NewYork:JohnWiley,1958,p.4;

PeterM.BlauandW.RichardScott,FormalOrganizations:A ComparativeApproach,SanFrancisco:

ChandlerPublications,1962,p.5.
当然,除了联邦制和单一制以外,邦联制也是一种被经常提到的国家结构形式,但限于主旨,本文

不拟讨论,其原因有二:一是邦联制的例子十分稀少,不是一种经常出现的情况。换言之,目前世界上几乎所

有的主权国家无非是在单一制和联邦制之间做选择;其二,也是更重要的,邦联制中的分权问题已经不再是或

者说主要不是行政分权的问题,而直接涉及到了政府分权,这与本文关心的问题不一样。
根据童之伟教授的看法,所谓的“分权制衡联邦制”,是一种相较于“中央集权联邦制”更为制度化

的分权体制,其主要特征在于按照权力分立与制约平衡的原则在联邦政府与联邦成员单位间划分包括主权

权力在内的国家权力行使权,权力分配相对均衡,既不易因联邦政府过度集权走向中央集权制,亦不太可能因

成员单位独立性太强致使联邦解体,且双方都极难单方面改变法定的权力分配格局。其中的典型代表包括美

国、瑞士、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等国。参见童之伟:《国家结构形式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247页。
(加)乔治·安德森:《联邦制导论》,田飞龙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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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推移,分权化过程最终可能会促成一个准联邦制或完全联邦制的英国”,〔28〕或者说英国

目前已经属于一种“事实上的联邦体制”(defactofederalsystem)。〔29〕与之相类似,对于当代

中国,大量的海内外研究成果也倾向于认为,目前的央地关系已然呈现出了诸如“市场维护型

联邦制”(market-preservingfederalism)、〔30〕事实联邦制(defactofederalism)、〔31〕碎片化

威权主义(fragmentedauthoritarianism)〔32〕一类的特征,尽管这里的联邦制并不完全等同于

契约制。〔33〕

那么,为什么单一制国家在行政分权中也会诉诸于契约制模式? 尽管影响因素众多,但在

本文看来,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于等级制模式的内在局限性。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
在单一制国家中,处理央地关系的主导方式偏重于等级制模式,而在任何一个以等级制为核心

的组织体系内部,决策中心都是单一的,位于管理金字塔的顶尖,除此之外的其它各级组织单

位所享有的只是执行权威,是相对于作为委托人的组织高层而言的逐级代理人,自身并不享有

决策权。如果这个等级组织规模适中、管理链条简短、工作任务高度清晰化和统一化,那么,等
级制模式的局限性问题并不会明显显现(至少看上去不会十分严重)。〔34〕然而,假定这个单

一制国家疆域幅员辽阔、具有多元的民族构成和多样化的地区差异,那么,等级制模式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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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32〕

〔33〕

〔34〕

(英)比尔·考克瑟等:《当代英国政治》(第四版),孔新峰、蒋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

475页。

SeeBarryR.Weingast,“ConstitutionsasGovernanceStructures:ThePoliticalFoundationsofSe-
cureMarkets”,JournalofInstitutionalandTheoreticalEconomics,Vol.149,No.1,1993,pp.286-311.

SeeQianYingyiandXuChenggang,“WhyChina’sEconomicReformsDiffer:theM-FormHier-
archyandEntry/ExpansionoftheNon-StateSector”,EconomicsofTransition,Vol.1,1993,pp.135-170;

GabriellaMontinola,QianYingyiandBarryR.Weingast,“Federalism,ChineseStyle:ThePoliticalBasisfor
EconomicSuccessinChina”,WorldPolitics,Vol.48,No.1,1995,pp.50-81;QianYingyiandBarryR.We-
ingast,“FederalismasaCommitmenttoMarketIncentives”,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Vol.11,No.
4,1997,pp.83-92;QianYingyiandGeraldRoland,“FederalismandtheSoftBudget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Review,Vol.88,1998,pp.1143-1162.

SeeZhengYongnian,“ExplainingtheSourcesofdefactoFederalisminReformChina:Intergov-
ernmentalDecentralization,Globalization,andCentral-LocalRelations”,JapaneseJournalofPoliticalSci-
ence,Vol.7,No.2,2006,pp.101-126;ZhengYongnian,DeFactoFederalisminChina:ReformsandDy-
namicsofCentral-localRelations,WorldScientificPublishingCompany,2007,pp.31-71.

SeeDavidM.Lampton,“ChinesePolitics:theBargainingTreadmill”,IssuesandStudies,Vol.23,

No.3,1987,pp.11-41;DavidM.Lampton,“APlumforaPeach:Bargaining,InterestandBureaucraticPol-
iticsinChina”,inKennethG.LieberthalandDavidM.Lampton,eds.,Bureaucracy,PoliticsandDecision
MakinginPost-MaoChina,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2,pp.33-58.

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在契约制与联邦制之间仍然存在着紧密的相关性。对此,伊
拉扎就认为,“由契约而建立的政体不管在结构上是否具有联邦制的特征,就其表述的最原始意义而言,在本

质上与联邦制相符。也就是说,每一个政体是由平等的同盟自由汇聚而成,而且即便在一个受约束的共同体

内仍然保持他们各自的完整性的矩阵。”伊拉扎,见前注〔23〕,第5页。
比如,组织理论的一项早期研究就认为,如果组织内部的某项工作是高度清晰、可预期和常规化

的,那么对该项工作加以集中决策,就可以得到非常经济的状态。SeeSanfordM.DornbuschandW.Richard
Scott,EvaluationandExciseofAuthority,SanFrancisco:Jossey-Bass,1975,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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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便会立刻突显出来———一方面,辽阔的疆域必然导致漫长的管理链条,而这又要求一个

超大型官僚组织的存在,继而,一旦组织规模和管理链条扩展到一定程度,组织内部不同等级

间的信息传递和反馈成本就会呈几何级放大。与此同时,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此时变得格外严重,由此所导致的监督成本也会急剧攀升;另一方面,多样化、多元化的地

区性、民族性差异势必要求管理方式和治理手段的多样化和多元化。然而,由于等级制模式中

的单中心决策结构内在地要求决策的一统性与执行的严格性,这又导致了单一制国家始终要

面对和解决存在于组织体系统一性与治理需求地方性之间的张力问题。进而,如果将等级制

模式及其相应的组织制度发挥到极致,便必然会产生一种存在于“决策一统性”与“治理有效

性”之间的深刻矛盾或者说“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之间的组织悖论,即“前者趋于权力、

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

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权威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35〕

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上述矛盾和悖论的存在表明等级制模式在一定情况下会发生

“组织失灵”现象,即组织制度受其内在结构和运作原理的影响和限制,有时无法实现既定的组

织目标,反倒自身成为了实现目标的最大障碍。如何理解“组织失灵”现象的发生? 在这方面,

交易成本学派的解释更有说服力———诚如科斯的经典研究所揭示的那样,诸如企业一类的组

织制度之所以会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制度有时也会存在着高昂的交易成本,〔36〕严重时

甚至会导致整个交易的失败;相比之下,组织制度的优势就在于,它通过等级化命令的方式从

而大大减少了契约的数量,权力关系代替了市场关系,“某一生产要素(或它的所有者)不必与

企业内部同他合作的一些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的契约”,〔37〕这就节省了由于契约的签订和执

行所产生的大量交易成本。然而,有利必有弊,由于组织制度以单中心决策主体为核心,奉行

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权威投射过程,自然就会耗费相较于市场制度远多的激励成本(包括前述的

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用来保证组织成员的个人目标能够与组织的整体目标相一致;进而,一

旦信息成本与监督成本之和大于前述的(契约)签订成本与执行成本之和(比如出现了管理链

条过长、组织规模过大、工作任务具有高度灵活性和复杂性等情况),组织制度的边际收益便会

递减,等级制模式此时就必然要劣于契约制模式。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适用于单一制国家内部的央地关系上。换言之,如果运用等级制模式

分权会出现极高的激励成本,单一制国家需要如何应对? 其实,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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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第

67页。
典型如搜寻交易对象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合同设计的成本、协调的成本、激励监督的成本、执

行合同的成本等等。而在阿罗看来,上述成本基本可以从合同前与合同后的框架出发来加以区分,而这又与

信息不对称问题息息相关,大体上,合同前的信息问题属于“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问题,合同后的信息

问题属于“道德风险”(moralhazard)问题。SeeKennethArrow,“TheEconomicsofAgency”,inJ.Prattand
R.Zeckhauser(ed.),PrincipalsandAgents,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5,pp.37-51.另见

(美)肯尼思·J·阿罗:《信息经济学》,何宝玉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8-89页。
(美)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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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方法便是适当引入契约制模式———因为在这种模式下,原先占统治地位的单中心决策

主体会转变成一种事实上的多中心决策主体,“关系的纬度随政府单位的增多成幂次增

长”,〔38〕自然就会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多维度、多主体互动。进而,由于市场制度被重

新引入,多中心的决策和互动就极大地减少了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这就使得大量的日常协调

工作能够在下级组织单位中完成,根本无需提交到最高决策层,原先困扰等级制模式的一系列

挑战(比如有限理性、不确定性、机会主义、信息阻塞等等)〔39〕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就此而论,无论是财政联邦制、事实联邦制还是碎片化威权主义这些称谓,其实都表明了这样

一个事实,即由于完全依赖等级制模式实行行政分权存在着高昂的交易成本,单一制国家会比

较在某些事项和问题上诉诸于市场制度抑或组织制度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差异,并最终形成一

种等级制模式与契约制模式并存的二元治理结构。

二、宪法的两种形态

在通常的理解中,宪法往往被看作是对于一国政治关系之现状的某种展示,被用来描述国

家的整个政府体制,构成了一种确立、规范或治理政府的规则集合体。〔40〕在这其中,由于前

述的行政分权问题事关“一国政治关系”的现状,影响到了“整个政府体制”的构成,这就使得我

们可以以“行政分权”为切入点,以等级制模式和契约制模式为基础,对宪法的基本属性进行重

新审视和再界定:

首先,等级制分权模式中,由于制度背景是组织制度,因此规范这种分权行为的组织规则

类似于一套组织章程,而其中的最高章程就是宪法。〔41〕实际上,“组织的定义必然包含章程

因素”,〔42〕在这个意义上,宪法就是组织最高层为了规范内部各层级成员的组织行为而制定、

颁布的一套组织章程,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稳定的层级结构和等级秩序来整合、协调组织内部

的各种资源。进而,根据这套规则,组织最高层是纯粹的委托方,下级各单位基于相应的授权

行为而存在,并接受委托方的具体指示成为代理方。相应地,秩序是由上面自上而下强加的,

地位和权威呈纵向排列,较高等级的单位有权命令和指挥较低等级的单位,后者的权力可以被

前者随时收回,且不得做出任何有违前者的决定,一旦有僭越行为,后者将遭到前者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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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42〕

刘海波:《政体初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参见(美)奥利弗·威廉姆森:《市场与层级制》,蔡晓月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

-47页。
参见(德)迪特儿·格林:《现代宪法的诞生、运作和前景》,刘刚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英)K.C.惠尔:《现代宪法》,翟小波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实际上,将宪法理解成一种组织章程是人们对于宪法的最直观看法,对此,毛泽东的一段话可谓是

绝妙的注解:“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参见毛

泽东,见前注〔5〕,第129页。
(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

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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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罚和惩戒。而在基本属性上,组织章程式宪法往往具有两点特征:〔43〕在形式意义上,它
是组织内部具有最高权威地位的规范性文件,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被变更,相比于下级单位

制定的低层级规则,前者的修改难度较大。〔44〕在实质意义上,它是调整和控制整个组织规则

系统合理演化的“元规则”,保证各种各样的组织规则能够和谐共存,有效地创造和维持组织内

部的整体秩序。换言之,“当具体的、较低层级的规则必须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环境时,各种较高

层级的、具有宪法属性的规则使整个局面保持可预见性。”〔45〕

相比之下,在契约制分权模式中,由于制度背景变成了市场制度,以纵向命令、服从为中心

的组织制度消失,因此规范此种分权行为的规则体系就来源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之中,相
应地,宪法在此时更类似于一项契约而非组织章程。当然,将宪法理解成一项契约这种看法绝

非新鲜,但此种意义上的契约绝非是那种存在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契约”,〔46〕相反,由
于契约的当事方主要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此种契约就属于一种特殊的“央地契约”。进而,

对于这种契约及其相应的宪法形态,我们可以做出如下三点推论:首先,“央地契约”必然属于

一项长期性契约,它实际上是中央与地方在反复谈判、协商和博弈之后所形成的一种终极性均

衡状态,相互妥协格局的固定化及其无限期存续性是这种契约的根本特征。其次,由于契约关

系已经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固定化、长期化甚至是永久化,这就意味着“央地契约”还是一种“关
系性契约”(relationalcontract)———不同于那些单纯交换利益的一次性契约(once-offcon-
tract),关系性契约中的当事方之间由于需要长期接触和不间断交往,这就导致了契约的履行

过程实际上并非是纯粹的利益交换过程,还包含了各方的角色期待和信念分享过程。换言之,

各方对于契约的理解和执行并非完全依赖于条款中的具体规定,而是综合运用了诸如正式谈

判与非正式协商、文本规定与不成文做法等多种途径和方式来加以实现,继而,这就使得契约

中的正式规定有时被有意或无意搁置下来,诸如私下说服、利益诱导、变通执行等等的非正式

·078·

中外法学 2017年第4期

〔43〕

〔44〕

〔45〕

〔46〕

这里借鉴了凯尔森对于形式意义上宪法和实质意义上宪法的讨论,具体请参见(奥)凯尔森:《法与

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143页。
作为组织制度的典型代表,公司章程也具有类似属性。比如,按照世界通例,公司章程的修改往往

需要得到股东中绝对多数表决权的通过。对于公司法规定与宪法规定具有同构性的一个具体考察,参见邓

峰:“中国法上董事会的角色、职能及思想渊源:实证法的考察”,《中国法学》2013年第3期,第98-108页。
柯武刚等,见前注〔42〕,第169页。
其实,即便是将宪法看成是“社会契约”,这种看法也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对此,施米特给予了完全

否定的回答,在他看来,源于人民制宪权的宪法与社会契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宪法是通过拥有政治行

动能力的人民的行为制定出来的。人民若欲成为制宪权主体,就必须作为政治统一体而存在,必须被预设为

政治统一体。相反,社会契约、社会协议或国家契约的订立则旨在奠定人民的政治统一体的初始基础。因此,
如果我们认为社会契约的订立必不可少的话,人民制宪权学说就已然预设了社会契约。社会契约绝不等于实

定宪法(即制宪权主体对政治统一体的类型和存在形式作出的具体政治决断),更不等于根据这些决断和在实

施这些决断时颁布的宪法法规。”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

6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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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反倒在很多时候大行其道。〔47〕再次,由于关系性契约的存在,加之未来的不确定性、语
言的非精确性、沟通的困难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48〕这种契约还是一种契约经济学意义上的

“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contract),即参与缔约的当事人将不会去签订一个表明了未来所有

可能性和详尽规定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完备性契约,相反,“他们会签订一个不完全的合约,在
某种意义上,它包含着有漏洞或遗漏的条款。也就是说,合约将规定当事双方必须接受的某些

行为,而不规定其他行为。合同将提及在某种情况下什么应该发生,但不提及其他情况。”〔49〕

换言之,契约式宪法此时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搭建起一个模糊的治理框架,

在这个框架中,谁享有最终的“剩余控制权”(residualrightofcontrol)———即谁有权对于不完

全契约中的可能漏洞和遗漏加以解释和填补———十分关键,往往由宪法明确规定,而除此之外

的其它内容则不做具体要求。

显然,组织章程式宪法与契约式宪法分别构成了行政分权的等级制模式与契约制模式的

重要前提。换言之,没有前者所提供的制度化支持,后者的相应实践便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基

础。不过,即便是在等级制与契约制分权模式并用的国家,显然也不可能同时存在着两部宪法

来分别调整和规范相应的分权实践,这就意味着,在那些兼具两种分权模式的国家中,宪法在

性质和功能上必然具有两重性———比如,在那些引进了契约制分权模式的单一制国家中,一方

面,宪法就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层级结构和等级体系,这可以保证中央的决策权威和相应的委

托方地位,以及地方的执行权威和相应的代理方身份。另一方面,宪法又创造出了某种隐性的

关系契约,这使得中央与地方可以在某些问题和事项上进行谈判和协商,从而灵活地划分出各

自的事权范围和决策权限,以便于有效补救等级制模式的内在局限性及其相应的组织失灵问

题。当然,同一部宪法竟然具有两种如此不同的属性,这在理论上会产生某种抵牾和冲突。不

过,在现实中,上述矛盾却又可能得到有效化解,这里就涉及到了宪法的组织章程形态与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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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当然,在关系性契约与长期性契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限于篇幅,这里仅做部分陈述,对于

关系性契约性质的具体讨论,详见本文第三部分。有关关系性契约方面的经典研究,SeeStewartMacaulay,
“Non-ContractualRelationsinBusiness:APreliminaryStudy”,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28,

No.1,1963,pp.55-67;IanR.Macneil,“TheManyFuturesofContracts”,SouthernCaliforniaLawRe-
view,Vol.47,No.1,1974,pp.17-31;IanR.Macneil,“Contracts:AdjustmentsofLong-TermEconomic
RelationsunderClassical,NeoclassicalandRelationalContractLaw”,NorthwesternUniversityLawReview,

Vol.72,No.6,1978,pp.854-905.此外,关系性契约还不同于施米特所言的“身份契约”,根据施米特的理

解,如果可以把宪法理解成一种协议,那么这种协议实际上属于一种“联邦协议”,即所有的联邦成员都作为政

治统一体而成为政治缔约方,并通过缔约行为和协议过程,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政治统一体、获得一种新的政治

身份,而原来的政治身份仍然继续保留。相比之下,尽管关系性契约也重视缔约各方的身份,但身份的重要作

用主要体现在契约履行而非缔结过程中,并强调由于身份关系的存在,原本是非人格化的、正式的契约履行过

程往往蜕变为人格化的非正式履行和变通执行。当然,二者间也有类似的地方,比如都强调由于关系性契约

或者身份契约不同于纯粹的“自由契约”,这就导致由前者所形成的契约秩序“不单处于可预测的个别关系中”
“也不能通过随意解约或撤销而予以废除。”具体请参见施米特,见前注〔46〕,第70-75页。

参见(美)哈特:《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费方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6页。
(美)哈特:“不完全合约与企业理论”,载(美)威廉姆森、温特编:《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与发

展》,姚海鑫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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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之间的转化问题。大体上,在本文看来,有如下两方面的转化途径值得我们关注,因为正

是通过它们的具体作用和影响,单一制国家的宪法才有可能解决行政分权不同模式间的张力

问题:

首先是模糊性治理。在组织理论中,“模糊性治理”是与“清晰性治理”相对的一种治

理逻辑。在清晰性治理中,组织规则是清晰的、可预见的,不存在任何疑义和自由裁量的

空间,各层级单位的权责亦是明确的,角色划分明晰可见,具有统一的组织目标和价值

观,进而,规则体系在整体上是健全、和谐的,不存在严重的冲突情形。然而,在现实中,

由于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决策情境的多变性、价值的不可通约性等因素的存在和影

响,清晰性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理想状态,相反,经常出现的情况反

倒是,行为主体会有意利用组织规则、程序、目标、职责、角色、战略等方面所存在的无法

避免的含混、不统一、歧义、晦涩、多义和争议之处,从事一种可预期性、稳定性相对较低,

而灵活性和自由裁量度相对较大的模糊决策和模糊执行,其根本目的在于尽快适应不确

定的未来变化和有效应对无法预见的环境挑战,将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到的

种种阻力和风险减小到最低。〔50〕具体到本文的语境中,这就意味着,相比于普通立法,

由于宪法规则本身就具有更大的抽象性、原则性和政策性,这就使得无论是原初的立宪

者还是后来的释宪者,均有机会针对未来不确定的、无法预见的经济、政治、社会变迁,灵
活设计或者模糊解释宪法中的具体条款,不但要求“言语有足够的原则性以能作出使契

约适应不可预测的情势变迁的解释”,还要求“解释的原则有足够的灵活性以授权解释者

接受言语原则性所产生的解释要求”。〔51〕进而,通过对于宪法条款的模糊设计和解释,

宪法本身就成为了一个万花筒和百宝箱,它能够将等级制和契约制这两种看似不同而又

冲突的分权模式巧妙地安置、容纳在一起,兼具组织章程和契约两种属性。

其次是组织文化。所谓的“组织文化”,就是组织内部所通行、宣扬和流传的一套价值观和

“行为———态度”取向,它构成了组织内部的“意识形态”。组织文化对于一个组织的稳定存续

和长期演进十分重要,通过这套意识形态,组织在探索解决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和内部统合问题

时就可以形成一个正确的感受、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方向,〔52〕可以在其组织成员之间培养起更

强大的目标认同,有助于合理筛选、选拔人才,而当其他的选择标准不切实际或者不明确的时

候,它还能够被频繁地用于决策制定,提升组织效率。〔53〕因此,如果说模糊性治理关注的是

宪法的形式特征(比如抽象性、原则性、政策性等特征),那么,组织文化关注的便是宪法的实质

特征(即宪法体现出了一套什么样的价值观)。宪法属于一种制度,而在很多人类学家、社会学

·278·

中外法学 2017年第4期

〔50〕

〔51〕

〔52〕

〔53〕

对于“模糊性治理”的一个全面讨论,参见孙志建:《模糊性治理:中国城市摊贩监管中的政府

行为模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29、162-173、221-225页。
(美)理查德·A·波 斯 纳:《法 律 的 经 济 分 析》(下 卷),蒋 兆 康 译,中 国 大 百 科 全 书 出 版 社

2003年版,第806页。

SeeE.H.Schein,OrganizationalCultureandLeadership,SanFrancisco:Jossey-Bass,1992,

pp.7-22.
参见(美)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郭小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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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组织研究者(尤其是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学派)看来,制度是人类意义的结晶化和客观

化,〔54〕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人们在文化层面上的主观认知,人们会将文化看成是认知的容

器,并在这种文化容器中界定、分类、主张、谈判和斗争各种社会收益。〔55〕就此而论,组织文

化对于宪法的独特作用就在于,前者事实上构成了人们有效理解后者的意义框架和认知背景,

尤其当宪法规则的具体含义模糊不清时,组织文化便充当了人们解释规则时的辅助工具和参

照标准,提供了一个“以语言为基础的概念框架,来对由感官传递至大脑的信息进行编码和演

绎”,〔56〕使得人们不至于在“规则的开放结构”中陷入迷茫和无措。进而,如果宪法外部的文

化环境是一套高度鼓励和支持地方自治与探索试验的价值观,这就相当于在组织内部发出了

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中央政府是隐性的要约方和发包人,而地方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

作为承诺方和承包人来分摊决策权及其相应的治理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某些类型的宪法渊

源(比如宪法学说、宪法讲话、宪法理论)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因为它们虽然并不属于严格意义

上的宪法规范,但在现实运行中,却有可能代表了组织整体的主流价值观和“行为———态度”取
向,反映出了宪法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继而就会将相应的价值观念输入到宪法中,并最终通

过宪法辐射到法律系统内部。〔57〕

三、“两个积极性”条款的两张面孔

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国宪法的一大突出特征在于其高度的政治纲领性,不但在整

体上政治性、政策性、纲领性极强,具体的条文受此影响亦具有原则性、概括性、无具体制裁性

等特征。〔58〕尤其是其中的总纲部分更是成为了“重灾区”,因为这部分的条款均是一些典型

的政策性、纲领性条款,大多属于指导性规范———在总共的32条中,看上去除了第5条(法治

主义条款)、第13条(私有财产权保障条款)以及第14条(有关生产、生活、社会保障制度条款)

勉强说得上可以实施以外,其它条款似乎均缺乏明确的可操作性和可适用性。〔59〕作为总纲

中的第三条第四款,两个积极性条款亦具有上述特征———尽管在总体结构上,它位居国体条款

(第1条)和政体条款(第2条)之后,构成了调整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间职权划分、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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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57〕

〔58〕

〔59〕

SeePeterL.BergerandHansfriedKellner,SociologyInterpreted:AnEssayOnMethodandVo-
cation,GardenCity,NY:DoubledayAnchor,1981,p.31.

SeeMaryDouglas,“TheeffectsofModernizationonreligiouschange”,Deadalus,Vol.111,No.1,

1982,p.12.
(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第51页。
参见李忠夏:“宪法教义学反思:一个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13页。
参见翟小波:《论我国宪法的实施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而在一些西方学者

看来,我国宪法更类似于诸如美国独立宣言一类的政治文件,尽管看上去很重要,却无法在法律上得到实施。

SeeDonaldC.Clarke,“PuzzlingObservationsinChineseLaw:WhenIsaRiddleJustaMistake”,inC.Ste-
phenHsu(ed.),UnderstandingChina’sLegalSystem,NewYorkUniversityPress,2003,p.106.

参见林来梵:“转型期宪法的实施形态”,《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4期,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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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调整单一制国家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主导原则和最高准则,但在具体的内容表述

上,却表现出了明显的模糊性和含混性,因为在“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与“充分发挥地方的主

动性、积极性”这两个原则之间,看上去似乎存在着潜在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在中央的统一

领导下”就需要确立一个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和支配体系,组织内部不同层级间的权力资源分

配格局必定十分不平等,尤其在央地关系的具体处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体必然是中央政

府,而这恰恰会削弱地方政府发挥主动性、积极性的空间;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

积极性”就意味着中央需要向地方充分放权,而一旦在放权的范围、种类和程度等事项上把握

不当,反过来又会严重威胁到中央的统一领导。有鉴于此,针对这个表面上看来充满了矛盾和

含混的宪法条款,我们就可以做出如下两种解读,具体见下图:

     两个积极性

       条款背景

具体对比事项      

组织章程式宪法 契约式宪法

强调重心 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

中央与地方关系 委托—代理关系 发包—承包关系

积极性、主动性体现 地方变通、灵活执行 属地化自主管理

调整机制 压力型体制 行政发包制

主导关系 条条关系 条块关系

运作逻辑 正式与非正式转化 名与实转换

(一)“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变通

在这个层面,由于强调的重心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央地关系主要

通过前述的等级制模式来加以调整。由这种模式的内在特征所决定,地方政府在身份上自然

属于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方,代理方原本无权,因委托方授权始享有权力,需要

严格在委托方设定的目标和范围内行事,而只要委托方愿意,它可以随时收回权力,代理方没

有多大讨价还价的余地和空间。进而,严格点说,“站在中央角度看,它与地方政权之间不存在

什么分权问题,只有它向地方政府授权的问题。中央愿意授予地方政府多少权力,完全是单方

面决定的事,无所谓权限之争。”〔60〕

不过,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原则的倡导仍然

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等级制模式主导下的当代中国政府治理体系属于一种“压力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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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层层加码”“加压驱动”“一手乌纱帽、一手高指标”是这套体制的运行常态,〔61〕尤其

是,不同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除了要面对自上而下的政绩要求压力

以外,还要面 临 着 水 平 方 向 上 的 发 展 速 度 压 力 和 自 下 而 上 的 需 求 满 足 压 力 等 多 重 压

力,〔62〕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必然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紧迫性等特

征。然而,由于决策权威和政策制定权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地方政府主要是政策

的执行者,加之“很多时候政策执行者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政策偏好,也无法充分介入政

策制定过程”,〔63〕这就导致了,中央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有时并不会充分考虑到不同地

区间的差异性因素,进而,如果一味追求执行上的一统性和严格性,势必会造成中央意图

与地方现实之间的巨大脱节。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
极性”的提法构成了对于“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的有力补充———诚如组织社会学的大量

观察所表明的那样,组织决策的执行过程实际上是组织决策过程的延续。〔64〕换言之,由
于政策执行者没有机会在政策制定阶段参与其中,这就导致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政
策执行者会结合本地区或部门的实际情况和利益诉求,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法,“通过改

变政策实施的手段和条件,试图达到自己在决策过程中所预想的利益和目的,在执行过

程中保护或增加自己的利益”。〔65〕这样一来,政策制定过程与执行过程就会出现某种分

离,在执行过程中就不得不允许地方变通和灵活应变的空间,只要这种变通和灵活能够

有助于减小中央政策一统性的现实误差。就此而论,等级制模式下所谓的地方主动性、

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无非就是一种中央对于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合理变通行为的消

极默认而已,其实质在于克服和修正集权体制内在的僵化弊端。

当然,地方变通意义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严格受限的,它仍然要以有利于“在中央

的统一领导下”为基础和前提,至少不能走到后者的反面。因此,究竟地方的何种变通是合理

的与可允许的,继而是积极意义上的“创新”、中性意义上的“灵活性”还是负面意义上的“歪曲”
“敷衍”或“抵制”,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十分清晰的界限,而是完全取决于中央的主观认定和解

释。但万变不离其宗,以“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为中心的“纵向控制体系”能否得到有效维续,

应该是认定地方变通之具体性质的关键因素,而通过对于地方变通的借助抑或打压,“在中央

的统一领导下”才能真正确立起来,因为“只有地方变通,纵向控制体系才能维系;只要地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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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2〕

〔63〕

〔64〕

〔65〕

“压力型体制”是我国学者对于当代中国政府治理体系的形象描述,具体来说,就是一种为了

有效完成上级布置下达的各项任务和指标,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通过从上而下的行政命令

途径,凭借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来加以落实的运行体制。参见荣敬本、崔之

元、王栓全:《从压力型体制到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版,第28页。
参见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7页。
刘鹏:“土政策与政策变通”,载景跃进等主编:《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页。
参见周雪光:《组织社会学+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230页。
丁煌、定明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案例分析与博弈启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8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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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中央就能对之进行打压,而打压绝对不是要将之消除,而是为了体系的自我调适和更

新。”〔66〕进而,隐藏在这种一统性与灵活性、统一领导与地方变通之间的矛盾关系背后的运作

逻辑,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转化逻辑:一方面,以“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为中心的“纵向控制体系”构成了单一制国家治理的正式制度,由此所形成的“委托———代理”

关系和“授权———收权”结构是这套正式制度的核心特征,地方政府的任何行为皆需要在此既

定的制度结构内展开,相应地,任何“策略”的选择及其有效性也均会受到这套正式制度的激励

或限制。另一方面,由于正式制度受制于组织体制内在的结构约束,往往会发生严重的“组织

失灵”现象,这就导致了以“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为中心的地方变通行为在很多时

候大行其道,试图通过政策执行过程来有效弥合政策制定中的不足与缺陷,以非正式实践的方

式来缓解正式制度容易产生的刚性弊病和僵化弊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我们将中国宪

法理解成一种组织章程,那么,其中的“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无疑将地方非正式的变通行为制

度化了,从而导致在当代中国的央地关系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的微妙而又隐蔽的

转化逻辑时隐时现,即“在正式制度上中央集权的一统体制稳定不变;但在实际过程中,中央与

地方关系更多地通过前者限制或默许后者的非正式制度运行的范围和程度而不断调整、演
变。”〔67〕

(二)“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
          

、积极性
   

”———行政发包制下的属地化管理

不同于第一种解读,对于“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的第二种解读将强调的重心集中在了“充
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这一点上。在组织社会学中,如何激发组织下级的工作积极性

和主动性涉及到了激励问题,一个好的激励机制设计,能够促使代理方与委托方的目标趋于一

致,并忠实按照委托方设定好的目标而采取行动。进而,如果将“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

性”这一表述也看成是激励问题,那么,对于这一条款,我们就可以将其理解成,作为委托方的

中央政府为了保证代理方(即地方政府)能够与自己的组织目标相一致,从而在宪法层面给出

了某种隐形的激励承诺———承诺自己将会以恰当的方式赋予地方某些权力和利益,而地方对

于这些权益的合理追求又会有利于中央的整体利益。

进而,从激励机制选择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的相关选项主要有三种:一是科层制,二是市

场,三是介于科层制与市场之间的混合形态。〔68〕显然,通过前述分析不难发现,前两种选择

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首先,科层制就是一种组织制度,而组织制度属于一种强行政控制

体系,由于内部存在着不平等的命令支配关系,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并不会天然重合,这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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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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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伟:“地方‘变通’:理解中国治理过程的关键词”,《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第40页。
周雪光:“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开放时代》2014年第4

期,第122页。
这里参考了威廉姆森的讨论,对于这三种机制的比较分析,SeeOliverE.Williamson,“Publicand

PrivateBureaucracies:ATransactionCostEconomicsPerspectives”,JournalofLaw,Economics&Organi-
zation,Vol.15,No.1,1999,pp.30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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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导致它属于一种弱激励机制。其次,尽管市场属于一种强激励机制,〔69〕不过,毕竟政治市

场不同于一般性市场,它是一种建立在政治权力基础上的交易关系,任何对于资源、信息、技术

等方面的“收益—成本”计算都必须受制于它的强制性支配———服从关系。〔70〕进而,如果中

央完全运用市场机制来激励地方政府,这恰恰会导致支撑单一制国家结构的“纵向控制体系”

发生崩溃。这样,在排除了科层制和市场之后,一种结合了科层制与市场各自优势的混合型激

励机制便成为了中央政府的唯一选择,具体到当代中国,这便是一种建立在中央与地方上下分

治基础上的稳定治理结构———行政发包制。

顾名思义,“行政发包制”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行政”,二是“发包制”。其中,“行政”

代表了一种组织制度,“发包制”代表了一种市场制度,而将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一

种介乎于组织制度与市场制度之间的政府治理结构,即它属于一种“行政组织边界之内的‘内
部发包制’:在一个统一的权威之下,在上级与下级之间嵌入了发包的关系”。〔71〕进而,从激

励效果上来看,行政发包制能够有效平衡中央的“统一领导”与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之间的

内在张力:一方面,中央政府作为“发包方”并不是将所有职权发包出去,而是将那些事关整个

国家政治、经济安全与稳定的治理事项划为己有,这主要包括众所周知的国防、外交、国有银

行、海关、铁路、航天工程等事项———在这些事项上,无论是总体的发展规划设计还是具体的人

财物统筹,均由中央政府统一决策和实施,地方政府至多只是起到了辅助角色和配合作用。不

过,另一方面,为了充分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央政府又将保留之外的治理事项(甚至

包括某些本该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事项)及其职权(甚至包括决策权)逐级发包给了作为承

包方的地方各级政府,由后者来具体决策和执行,实行自主的属地化管理,这主要包括诸如招

商引资、维稳、医疗、教育、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社会保障、食品卫生、安全监管等一系列事项。

而从行政权分配的角度来看,行政发包制也为中央与地方各自提供了较为合理的激励强度:一
方面,发包方(中央政府)享有名义上的正式权威,它掌握了包括人事权、监察权、指导权、审批

权以及不受约束的否决权和干预权在内的诸多“专断性权力”,一旦地方政府在具体的承包过

程中用权不当,造成了潜在的统治风险(比如地方分裂、社会动乱等等)抑或严重违背了发包方

的授权初衷,中央就会收回权力,改为直接的垂直领导。另一方面,承包方(地方政府)却享有

事实上的实质性权威,掌握着发包事项的具体决策权和执行权,并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来决

定相关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形成了某种“天高皇帝远”般的自主性治理。就此而论,行政发包制

无疑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较为稳定的权力行使空间,“这种事实上的管理权就像被保护的产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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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市场中,交易双方都是自由、平等的主体,大体上都属于追求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理

性人,这就决定了几乎不需要任何外在或内在的激励手段来保证合同目标的实现,这也是斯密的“看不见的

手”或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能够得以自动运行的应有之义。换言之,在理想的市场环境中,激励成本趋近

于无穷小。
参见冯仕政:“政治市场想象与中国国家治理分析”,《社会》2014年第6期,第72页。
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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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可以变成对地方官员独立决策的激励。”〔72〕

在上述意义上,“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的具体属性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说在第一

种情形中,地方变通尚且是在等级制模式的框架中发生的话,那么,在第二种情形中,行政发包

制所内嵌于其中的制度环境却远非是等级制模式那么简单———“发包制”就意味着市场制度的

引进,契约制分权模式的痕迹隐约可见,尽管仍然受到“行政”的羁绊和束缚,但在等级制的肉

身中被注入了契约制的基因,却已是显见不争的事实。如此看来,我们就可以将调整行政发包

制的宪法条款(即“两个积极性”条款)理解成一种“特殊”的契约条款,而之所以称其为“特殊”,

主要有如下两点原因:

首先,这种契约属于一种特殊的“关系性契约”。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契约往往属于

“一次性契约”,由于当事人之间的博弈时间极短,风险自然较高,相应地,最为合理的风险控制

方法莫过于通过非人格化(impersonal)的制度程序及其惩罚手段来加大任何一方的违约成

本。相比之下,关系性契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没有终止期限的、随时间而不断延续的合

作协议。〔73〕自然,由于契约当事人之间接触频繁,并非属于陌生人之间的一次性博弈,对于

非人格化的制度程序的依赖程度就会大为降低,反倒会通过诸如非正式协商、私下解决、默认

共识等人格化(personal)方式来处理彼此间的契约履行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关系性契约”

与“长期性契约”其实构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关系性”强调的是契约的人格化履行方式,

而“长期性”强调的是契约的存续时间。进而,我们认为,上述看法也同样适用于对于当代中国

央地关系的具体理解———不同于市场,组织内部的契约双方是长期固定的,发包方无法任意选

择承包方,相反,“下级组织反倒有‘退出’选择,方法就是表面执行或行政不配合”,〔74〕这就决

定了,行政发包制所形成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契约关系必然是一种长期性契约,而考虑到中国

中央集权单一制的结构现状,这种契约甚至属于一种永久性契约。进而,由长期性契约的性质

所决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日常关系也会呈现出关系性契约的特点,即双方间的关系调整除了

依靠正式契约条款(即“两个积极性”条款)以外,还会依赖于双方在共享信念和知识基础上的

非正式互动。由此,在前述组织文化的意义上,“宪法学说”相对于“两个积极性”条款的重要作

用便得以凸显:由于那些影响一次性契约的众多偶然的、不确定因素在央地关系契约中基本不

存在,发包方和承包方也就自然不会对契约条款是否清楚、明确、可履行等制度程序层面的问

题给予特别关注,而是高度依赖于某些契约双方间所共享的、对于宪法条款的不成文理解,这
便是有学者所指出过的作为当代中国“不成文宪法”的“两个积极性”宪法学说。〔75〕从契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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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4〕

〔75〕

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限于篇

幅,这里不拟对“行政发包制”的实践与学说进行全面介绍和讨论,具体请参见周黎安,同上注,第1-38页;周
雪光:“行政发包制与帝国逻辑”,《社会》2014年第6期,第39-51页;曹正汉:“统治风险与地方分权”,《社
会》2014年第6期,第52-69页;冯仕政,见前注〔70〕,第70-84页;张静:“行政包干的组织基础”,《社会》

2014年第6期,第85-97页。
参见柯武刚等,见前注〔42〕,第209-210页。
张静,见前注〔72〕,第92页。
参见强世功,见前注〔10〕,第2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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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的角度来看,“两个积极性”宪法学说在性质上类似于某种“非承诺性交换规划”,〔76〕尽管

并非是契约双方正式承诺的成文条款,但在契约条款本身具有模糊性、含混性,加之该契约又

属于一种关系性契约时,“两个积极性”宪法学说便充当起了为契约双方搭建共识合作框架和

相互期待背景的角色———实际上,自毛泽东最早提出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主张开始,中
国历届领导人均对这一主张表达了完全的肯定和赞同,并针对社会发展与时代演变的新趋势,

对这一主张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正与更新。比如,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中,就增加了面对不确

定改革前景下的地方试验维度,反复强调“允许看”与“大胆试”并行的渐进主义和试验主义态

度,认为“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

地方,改过来就是了”。〔77〕又比如,在江泽民1995年发表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中,就对新形势下的“两个积极性”原则做了重新表述,即“既要

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宏观调

控权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78〕相比于毛泽东早期表述中的“商
量办事”进路和邓小平版本中的“地方试验”进路,新时期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中对于“统一性”与
“灵活性”“集中”与“赋予”之间矛盾关系的综合强调,无疑又大大丰富了“两个积极性”主张的

时代蕴意与实践价值……而通过对于历届领导人的“两个积极性”宪法学说的积极宣传和传

播,中央与地方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共享的共识合作框架和相互期待背景,并通过央地之间的反

复互动与日常实践得以稳定化。与此同时,在这个框架和背景中,原本极为模糊、含混的正式

契约条款———“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也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它意味着在中央与地方之间

存在着某种相对稳定的职权分工,其中,前者集委托方和发包方两种身份于一体,后者则相应

扮演了代理方和承包方两种角色,前者的“统一领导”不否认地方的合理变通与属地化自主管

理,而后者“主动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需要以维护前者的纵向控制体系、并承认其拥有正式

权威为前提和基础。

其次,这种契约还属于一种特殊的“不完全契约”。一如前述,“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具有

较大的模糊性和含混性———它既没有就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具体

含义做出过明确的解释,也没有就中央与地方间的具体职权范围做出过清晰的划分。这就意

味着,在宪法层面所形成的央地关系契约必然是一种不完全契约,进而,在表面上笼统的原则

性、政策性规定的背后,实则涉及到了权力分配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剩余控制权”问题,即中央

或地方谁有权就契约中的可能漏洞和遗漏加以解释和填补的权力。在这个问题上,由行政发

包制所形成的中央正式权威与地方实质权威之间的“名与实”转换逻辑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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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交换规划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契约各方间正式形成的“承诺性交换规划”(即正式的、成文的契

约条款)提供一个恰当的理解和执行背景,以便于弥补后者在清晰性、精确性、完整度等表述方面的人为误差,
主要包括了习俗、身份、习惯等为人所内化的东西,以及等级结构中的命令和“由包括市场在内的任何现实状

况的动力所创造的期待”。参见(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版,第4-9页。
以上引文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113、78页。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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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中央政府是一国内部至高无上的最高权威,不容地方的任何质疑和挑战,其权力的行使

具有极大的专断性,并且,最高权威的统治还建立在稳定的正式组织制度之上,拥有法理上的

组织合法性。相应地,在宪法层面,“两个积极性”条款中对于“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的强调,

无疑表明了在行政发包制的分权模式中,中央政府掌握着绝对的剩余控制权,不但发包的具体

事项、范围、程度和权限由中央完全决定、解释和掌控,而且在日常的承包过程中,发包方还拥

有不受限制的干预权和否决权,可以随时叫停承包方的相关行为,甚至于可以任意收回授权。

看上去,名义上的正式权威拥有行政发包制中的剩余控制权,不过,这仅仅是事情的一面,如果

从实质权威的角度来看,就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一方面,在兼具领土大国和人口大国的超大

型国家中,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采用单一制结构模式的国家,客观条件与制度条件的

双重制约导致中央政府根本无法事事亲为,而必须极度倚靠地方政府的配合方能实现既定的

政策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中国社会的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79〕另一方面,也是

更为重要的,无论中央在理论上享有多大的干预权和否决权,不争的事实是,上述权力的有效

行使必须以地方信息能够被有效获得以及存在着相对畅通的信息反馈渠道为前提。然而,反
观现实,“官僚体制的等级制度和分工结构的规模导致信息流动困难,而这些特点因中国官僚

体制的庞大规模和漫长管理链条而大大加剧”,〔80〕进而,由于在信息传递方面存在着严重的

失真风险和巨大的交易成本代价,这就导致中央名义上的剩余控制权在很多时候根本无法有

效转换为现实中的实际控制权。于是,由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叠加,剩余控制权就会在现实

实践中发生转移,即从信息匮乏的一方(中央政府)不得不转向信息丰富的一方(地方政府),这
便发生了名义上的正式权威向事实上的实质权威的转换。而这种转换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

在以“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为中心的央地关系契约中,剩余控制权的分配明显具有二元性,即
作为正式权威的中央政府掌握了名义上的剩余控制权,而作为实质权威的地方政府却掌握了

事实上的剩余控制权。

四、相互嵌入与模糊性治理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随着对于“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不同部分的突出强调,当代中国

的央地关系也会呈现出两张面孔———在第一张面孔中,中央政府高高在上,通过等级制模式严

格支配和控制地方政府,后者“主动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主要体现为一种政策执行过程中的

“灵活性”。换言之,中央对于地方灵活性容忍的底线莫过于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变通执

行”。然而,在第二张面孔中,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尽管中央政府仍然高

高在上,但这种“高姿态”主要是名义上的,颇具象征性意味,而地方政府却成为了实质上的中

央政府,集大量决策权和执行权于一身,并通过属地化管理的方式来有效行使权力、分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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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超:《当代中国政府“条块关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 第9期,

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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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由于在等级制的躯体中嵌入了契约制的因子,这就导致此张面孔中的地方“主动性、积极

性”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地方自治意义上的“自主性”。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对于“两

个积极性”宪法条款的上述两种解读,以及由之所产生的两种央地关系格局,哪一种更为合理

呢? 在本文看来,这两种解读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们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当代中

国央地关系的真实运行状态,无论是地方变通还是行政发包制,都体现出了中央在单一制的结

构约束下、在超大型国家治理的背景限制下以及在前景不确定、风险不可期的改革环境中,在

反复权衡治理成本与统治风险之间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一种选择。进而,围绕着此种

选择,我们可以做如下两个层面的分析:

(一)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发包与行政发包制下的压力型体制

压力型体制无疑属于一种组织决策权高度集中的组织体制,从控制权分配的角度来看,压

力型体制类似于一种“高度关联型”的治理模式,即“委托方保留包括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

和激励分配权在内的所有控制权,并通过管理方实施其权威,导致高度集权、高度整合的治理

模式”。〔81〕在这种模式下,上下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内部各层级职能部门之间存在着高度敏

感的反应和互动,只要中央政府做出了相关决策,地方各级政府便会在内部快速动员起来,通

过诸如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召开动员大会、制定实施方案、实施治理、检查反馈、总结评估等流

程 〔82〕来加以贯彻落实。这种模式显然有助于自上而下的政策实施,不过,它的潜在缺陷也是

一目了然的———除了前述的在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之间容易产生分离,进而诱发地方的变通

行为以外,由于“高度关联型”属于一种高度动员的治理模式,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在反复的动员

过程中极易蜕变成动员型政府,会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动员事项的筹备工作上(比如动

员官僚队伍、协调不同部门、积累公共资源、事后汇报总结等等),真正用来从事制度建设和专

业培训的时间反倒被大量挤占,致使地方政府的科层化管理水平提升缓慢,政策实施的效果也

会呈现出“形式化”“仪式化”的趋势,诸如“事前属于管理,事后矫枉过正”“治标不治本”等现象

会越来越突出。〔83〕显然,“高度关联型”模式属于一种极不稳定的治理状态,除了地方的变通

行为有可能造成超出中央控制的危险以外,政府内部长期存在的动员工作模式也会严重影响

到自身本应具备的常规化、专业化治理能力,导致中央的政策目标无法得到有效实现。于是,

纯粹中央集权的压力型体制就会发生变化,考虑到市民社会组织(比如企业、非营利组织)在当

代中国政府治理中作用极为有限,补救压力型体制内在弊端的可行方法便是决策权下放,而从

前述的激励机制角度来看,由于行政发包制兼具组织制度和市场制度两种优势,这就导致了压

力型体制内部决策权下放的最终结果便是行政逐级发包,即将决策权及其相应的治理事项逐

级发包给地方各级政府,从而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上下分治的新格局。

不过,在这个新格局中,压力型体制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以新的形式继续发挥作用。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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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79页。
参见郎友兴:“中国应告别‘运动式治理’”,《同舟共济》2008年第1期,第29页。
参见丁轶:“权利保障中的‘组织失败’与‘路径依赖’———对于‘运动式治理’的法律社会学考察”,

《法学评论》2016年第2期,第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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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级发包意味着不同事项的决策权是在不同层级地方政府间逐级分割的,而发包到基层政府

(即乡镇政府)这一层,决策权几乎被瓜分殆尽,留给基层政府的可能只剩下纯粹的执行权。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压力型体制又重新运行了起来———只要某一级地方政府掌控了一定事项的

决策权,其下级政府便成为了纯粹的执行方和实施方,进而,在上级政府不停督促、检查和绩效

考核的“压力”下,下级政府只能不断“层层加码”“加压驱动”“一手乌纱帽、一手高指标”,并通

过高度的体制内动员和灵活的变通行为来加以应对,这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行政发包制下的

压力型体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压力型体制的运行效果在基层政府这一级表现得最为明

显———由于决策权被上级政府瓜分殆尽,基层政府只负有执行和实施之责,所以当享有不同决

策权的、各级上级政府的大量任务指示统统“汇聚”到基层时,基层的工作“压力”便会不断加

重,而为了应付这些压力,基层政府的日常工作就具有了高度的动员性质,〔84〕并且变通行为

的发生频率也大大提高。

进而,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对“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的具体性质形成新的认识:首先,对

于该条款的第一种解读(即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变通)可以进一步表明,中央在宪法上对于地

方变通行为的消极默认,主要是相对于基层政府而言的,由此往上,地方政府的级别越高,中央

对于其变通行为的容忍程度就越低,后者遭到惩罚的概率和风险也就越高。相应地,对于该条

款的第二种解读(即行政发包制下的属地化管理)也可以进一步表明,中央在宪法上所表达出

的针对地方的激励承诺,主要是相对于除了基层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级地方政府而言的,因为这

些政府除了负有执行和实施之责以外,还在不同程度上分割和分享了发包事项的决策权。继

而,在中央看来,本着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由于地方政府的级别越高,保留的决策权就越多,

自然受到的激励也就越大,相应的治理绩效也就应该越高,而一旦后者在现实中没能达到前者

的预期,一场以官员晋升为中心的“政治锦标赛”模式就会将不合格者“逐级淘汰”。〔85〕就此

而论,如果我们将上述两种解读结合起来看,自然不难发现,“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中的“地

方”及其“主动性、积极性”,其实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含义:一方面,“主动性、积极性”可以被理解

为一种地方变通意义上的“灵活性”,但这里的“地方”主要是指诸如乡镇政府这一级的基层政

府;相比之下,“主动性、积极性”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行政发包制意义上的“属地化管理”及其

相应的“自主性”,但这里的“地方”却变成了除基层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级地方政府。总而言之,

透过“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这扇窗户,我们可以发现,中央眼中的“地方”,其实远非是一个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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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85〕

对于基层政府日常治理中的动员模式的具体描述和分析,参见倪星、原超:“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

理是如何走向‘常规化’的?”,《公共行政评论》2014年第2期,第70-96页。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目前实行的是中央“下管一级”的干部政策,中央对于行政发包制中表现

出色的地方官员的提拔和晋升,其对象主要是省部级领导。不过,由于“政治锦标赛”式的晋升模式普遍适用

于中国各级政府,这就决定了对于省级以下的各级地方政府官员,锦标赛所特有的晋升激励和淘汰风险也是

同样适用的。参见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第36-50
页;另见周黎安,见前注〔72〕,第87-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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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划一的同质体,尽管地方各级政府在职能划分和机构设置上体现出了高度的“同构性”,〔86〕

但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基层政府和中间政府却是“压力”不同、“发包”程度亦不同的两类“地
方”,必须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给予某种区别对待,而通过这种区别对待,压力型体制就与行政

发包制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互嵌状态,从而为当代中国超大型国家治理难

题的有效化解奠定了一个可行的制度基础。

(二)模糊性治理逻辑下的宪法治理

显然,通过对于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变通与行政发包制下的属地化管理,以及二者间相互

嵌入机理的具体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在“两个积极性”的宪法条款以及由此所衍生出来的制

度、实践、关系、机制等要素相互作用的背后,实则蕴含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某种隐秘逻辑,

具体到本文所关心的宪法治理上,这便是前述的“模糊性治理”逻辑。

应该说,“清晰性治理”一直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梦寐以求、并孜孜不倦追求的一个梦想。

没有一个清晰的、可预期的生活前景,人类就会被“反复无常且完全失控的命运折腾得翻来覆

去,似同木偶一般”,进而,“遵循规则化的行为方式”,就“为社会生活提供了很高程度的有序性

和稳定性。”〔87〕不过,即便是在规则之治的世界中,“清晰性治理”有时也仍然难以实现:一方

面,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风险、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客观存在使得人类无法完整认识和把握世

界,他们无论是在注意力、记忆力、理解力还是沟通等方面均存在着局限性,只能在局部而非整

体意义上来做出选择、表达偏好,“而不进行全面的利弊权衡或考虑所有的备选方案”,他们“通
常会满足于发现了一组足以解决问题的条件,而不去发现最有效率的一组条件”,〔88〕这就决

定了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始终是人类生活无法摆脱的宿命。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

即便供人类决策的信息再充分、再丰富,也可能只是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却
无法完全消除“清晰性治理”的潜在缺陷———“清晰性治理”就意味着规则的含义必须清楚、明
了,不同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划分必须明确、一目了然,政府的一切行为都要被成文制度和程序

所严格界定与涵盖。然而,政治世界毕竟不同于纯粹的物理世界,“政治所遵循的是诗意的法

则,而非物质的法则:一项计划也好,一项政策也好,或者一次演讲也好,不同于物理的客体,它
们是可以既此既彼的。”〔89〕换言之,在大量的政治过程中,由于经常存在着诸如不同利益主体

之间的政策偏好和政治立场分歧巨大、某一立法亟需出台但又无法同时给出详细蓝图、某一做

法行之有效却又被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不容等情形,这就决定了针对上述情形的政治

决策有必要在文本表述上保持一定的模糊性、含混性:通过模棱两可的弹性表达,就可以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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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87〕

〔88〕

〔89〕

参见朱光磊、张志红:“‘职责同构’批判”,《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

101-112页。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

230、239页。
(美)詹姆斯·马奇:《决策是如何产生的》,王元歌、章爱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

第11页。
(美)德波拉·斯通:《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修订版),顾建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168-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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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多元化的诠释空间,这有助于形成一个模糊而又相对广阔的行动区域———在这个区域

内,具体的分歧和争议被有意搁置起来,遭到意识形态和正式制度惩罚的危险被减小到最少,

而一系列试错行为和创新尝试却能够得到有效的认可与保护。相反,如果一味坚持“清晰性治

理”的逻辑,大量短时间内无法有效化解的矛盾和互不兼容的价值偏好就会直接暴露在决策者

面前,本可能通过妥协和默契而实现的互利合作反倒在明确的制度规则面前变得不可能。继

而,一旦将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分配格局清晰化、稳定化,这反而会提前否定事后再协商和再调

整的动态可能性,不但导致大量行之有效的非正式制度无望在现有制度体系内得到吸纳与整

合,也使得本可以有助于制度体系自我完善的创新性行为的试验成本急剧攀升。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看上去,这一原则性条款是如此抽象和含

混,“更像一项政策规定而非法律条文”,其“政治宣示意义要远大于法律规范意义”,以至于需

要“以制度化来保证和稳定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使两个积极性都得到制度化的保证”。然

而,中央集权单一制的结构约束、超大型国家治理的现状和前景不确定、风险不可期的改革环

境构成了“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无法选择也无法回避的外部条件,这就导致了,后者的相关表

述必须与前者的相关特征形成契合而不能与之相反。进而,由上述条件所决定,“两个积极性”

的宪法条款也必然会体现出某种“模糊性治理”而非“清晰性治理”的逻辑:

1.目标模糊

一如前述,单一制结构下的央地关系主要通过等级制模式来加以调整,然而,等级制模式

内在的“决策一统性”与“治理有效性”间的深刻矛盾往往使得央地关系在“集权———放权———

收权”的动荡状态中循环反复,这就使得调整央地关系的宪法条款必须始终要在两个目标间进

行调和,即一方面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另一方面却需要“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

性”。不过,这种调和注定是无用功,因为在现有的中央集权单一制的结构下,有关地方分权的

任何制度化、稳定化和清晰化的做法,都会在根本上破坏中央的决策权威及其纵向控制体系,

而这恰恰是中央集权单一制得以存在的根本前提。进而,在无法实现根本调和的状况下,“模
糊性治理”就成为了唯一选择,这主要体现为中央对于“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和“充分发挥地

方的主动性、积极性”这两个相悖目标的策略性强调,即中央会结合某一时期的主导形势(即该

时期应该放权还是收权),选择性强调和突出其中的某一部分,以便于克服等级制分权模式的

僵化弊端,保证中央调控的灵活性。

2.身份模糊

不过,目标模糊仅仅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却体现出了一定的“清晰性”,尽管这种

清晰性是“模糊性意义上清晰性”。如前所述,在当代中国的超大型国家治理中,不同地域间的

巨大差异性和纵向管理链条的多层级性使得通过等级制模式来管理国家会带来高昂的交易成

本,合理的解决方案便是适当引入契约制模式以实现多中心治理,而行政发包制下的属地化管

理便是上述思路的现实写照。由此,中央与地方也就各自具有了双重身份———在等级制模式

中,前者是委托方,后者是代理方;在契约制模式中,前者是发包方,后者是承包方。于是,“在
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就具有了双重蕴意:一方面,“在中央的统

一领导下”强调了一种严格的委托———代理关系,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至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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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灵活的变通执行,中央可以随时打压。另一方面,“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只是强调了中央作

为名义上的正式权威,而“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却意味着地方成为了事实上的实质

权威,二者间形成了一种准市场意义上的发包———承包关系。于是,根据相互间不同的身份角

色来灵活诠释宪法条款就成为了一件有利可图之事,它使得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可以在等级

制与契约制之间灵活转换,而当转换到一定程度时,压力型体制就与行政发包制形成互嵌关

系,成为了一种稳定的政府治理结构,甚至于条款中的“地方”也会兼具“基层地方政府”和“中
间地方政府”两种身份。

3.战略性模糊

如果说前两种模糊性只是相对于“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文本而言的,那么,第三种模糊性

则主要是针对着隐藏在“两个积极性”条款背后的组织文化背景,即作为宪法学说的“两个积极

性”讲话。其实,在《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中,毛泽东除了强调“商量办事”的作风原则以外,

还对未来央地关系的调整思路做出了大体上的设想,即承认在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
“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应该“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90〕这种

思路除了具有人所共知的渐进主义和试错主义色彩以外,其实还表明,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对于

将央地关系调整方式制度化的“清晰性治理”逻辑,明显持消极态度,甚至是强烈排斥的。进

而,一种有意为之意义上的“模糊性治理”逻辑———战略性模糊———就自“两个积极性”讲话发

表之日起主导了当代中国央地关系的宪法治理:无论是在七五宪法还是七八宪法中,毛泽东的

“两个积极性”学说均被直接照搬进宪法里,未做任何修改和限定,〔91〕而在新时期的八二宪法

中,毛泽东的上述学说也得到了间接的承认,只不过为了减少个人崇拜色彩,将“两个积极性”

学说简化成了目前的表述。但无论表达形式如何变幻,“两个积极性”学说骨子里的“战略性模

糊”逻辑仍然被继承和保留了下来———诚如有学者所言,八二宪法在精神气质上属于一种“改
革宪法”,它出现于“因国家的形势和任务发生很大变化而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广

泛领域推行大幅度改革的时期”,这就导致了八二宪法的合法性基础“既是现有法统,又是改革

本身。”〔92〕改革即是在部分程度上对于“清晰性治理”逻辑的背离和否定,它意味着改革者需

要在一个相对混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从事某种不确定性程度极高的治理工作。相应地,由
此所形成的“改革宪法”必然在性质上也会与“清晰性治理”存在抵牾,反倒蕴含了强烈的“模糊

性治理”色彩,即一种被某些学者称之为“反定型化的宪法策略”———它根植于中国内部的多元

性和差异性之上,表现为“中国本身就是反模式的,即中国内部包容、允许并且鼓励了地方政治

基于自身条件的探索,而不预设一种可在不同地区加以不断复制的实体模式。”〔93〕在这个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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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见前注〔5〕,第277页。
其中,七五宪法的第十条规定:“国家实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而在三年后,在七八宪法的第十一条第二款中又规

定,“国家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坚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
夏勇:《文明的治理:法治与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页。
田雷:“‘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纲要”,《中外法学》

2012年第5期,第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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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我们也完全可以说,这种“反定型化的宪法策略”其实就是一种“战略性模糊”逻辑的体

现———它反对将既有的央地关系格局固定化、定型化,而是主张依靠央地之间的反复互动及其

多元化的试错实践来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以避免将那些富有创造力而又不确定的实践和试

错扼杀在制度化的摇篮里。〔94〕继而,这种逻辑就成为了中央和地方在理解“两个积极性”宪

法条款之具体含义时的重要参考和观念背景,它不但改变了原先占据统治地位的单向度权力

关系,激发出了地方参与改革实践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亦创造出了一个宽松的意识形态氛围,

使得地方的创新行为和试验尝试能够广泛开展而不受惩罚,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战略性模

糊”逻辑本身就构成了中央的一种授权策略。

总而言之,在当代中国央地关系的宪法治理上,是采用“清晰性治理”还是“模糊性治理”逻

辑,其实并非是中央可以主观选择和决定的事情,相反,由此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必须要受制于

中央集权单一制的结构形式、超大型国家的治理现状和前景不确定、风险不可期的改革环境这

三重因素的有力制约,而在这些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现有的宪法治理模式更体现出了“模糊

性治理”而非“清晰性治理”的逻辑。当然,随着央地治理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改革成果的不断完

善,“清晰性治理”的成分会越来越多应该是一个可预料的趋势,但即便如此,在本文看来,对于

这种“清晰性治理”的具体理解仍然需要放到“模糊性治理”的框架之下来加以展开,即需要从

“模糊性治理下清晰性治理”与“清晰性治理下模糊性治理”的二元互嵌框架中去探寻央地关系

之宪法治理的奥秘。

4.进一步的思考

“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AllpoliticsisLocal)是美国政治中的一句经典名言,这句话看

似平淡无奇,实则韵味无穷———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政策实施,国家治理的任何意图要想真正

发挥作用,都需要依赖于地方,失去了这个中介,国家治理也就成为了一句空谈。在这个意义

上,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都需要建构起和维持住一套恰

当平衡的央地关系制度框架,并在这个框架内,妥善处理好中央权威与地方自治、权威体制与

有效治理间的矛盾关系。而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表明,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经由“两个

积极性”宪法条款所搭建起来的这个制度框架,实际上构成了我们理解现实中纷繁复杂的央地

关系及其运作机理的重要线索与核心钥匙———隐藏在表面上含混模糊的表达和充满张力的两

种积极性强调的背后,实则蕴含了中央集权单一制的国家为了有效缓解超大型国家治理的难

题、减少改革的不确定性和可能风险所采取的某些灵活而又可控的治理技术和手段,而通过对

相应的一系列制度、实践、关系、机制等要素的策略性运用,在貌似刚性的集权体制内就被注入

了弹性的分权基因,并通过等级制与契约制、组织章程与长期性契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名义权威与实质权威、压力型体制与行政发包制、清晰性治理与模糊性治理等模式间的相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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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对此,邓小平如下的一段话可谓是绝妙的注释:“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

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

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详见邓小平,见前注〔77〕,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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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灵活转换,实现了等级体制下的契约化治理。进而,通过“两个积极性”条款这条线索,当

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一系列常见现象就可以被串联到一起,并得到系统的理解:

首先,诚如大量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地方试验的全面开花是1978年以来的改革进程之所

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地方试验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在现实

中,地方试验的另一面其实就是地方变通,即地方没有按照中央的统一领导来实施政策,反倒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变通执行,而当变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就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央的最

初决策。进而,如果发生在压力型体制的等级结构中,由于地方试验属于变动幅度最大的变通

类型,它就极易遭到中央的打压和惩罚,风险巨大,这就使得这种有益的创新实践根本无法稳

定持续下去。而在本文看来,由于压力型体制与行政发包制在日常运行中往往会相互嵌入在

一起,形成了一种“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发包”与“行政发包制下的压力型体制”互相交织的状

态,这就使得地方试验能够以“分级制试验”(experimentationinhierarchy)〔95〕的稳定形式而

长期存在:一方面,试验权限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发包事项,中央可以将其完整发包给某一级

地方政府(甚至是基层政府),〔96〕但同时又要求地方按照中央设定的总体目标来进行试点以

便于检验中央思路,使中央获得地方经验。〔97〕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发包关系类似于平等主

体间的契约关系,这就可以保证地方试验能够在大体上稳定进行,而不至于受到中央的任意干

涉和打压。这种发包意义上的地方试点是目前地方试验的最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对于那些

自发性的地方试验行为,尽管有一定的受打压和惩罚风险,但组织文化(即最高领导人有关央

地关系方面的重要讲话)在体制内部的广泛传播可以提供某种隐形的保护手段和庇护形式,继

而通过“模糊性治理”的方式将那些看似违反中央政策乃至于“违宪”的地方试验,灵活诠释成

诸如“地方创新”“良性违宪”〔98〕一类的表达,从而为中央合理借鉴、吸收地方的试验成果创造

出了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和意识形态氛围。

其次,本文的分析思路还可以对目前有关“信访”(或上访)、舆论监督、言论自由表达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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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96〕

〔97〕

〔98〕

SeeSebastianHeilmann,“PolicyExperimentationinChina'sEconomicRise”,StudiesinCompara-
tiv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Vol.43,No.1,2008,pp.1-26;SebastianHeilmann,“FromLocalExperi-
mentstoNationalPolicy:TheOriginsofChina'sDistinctivePolicyProcess”,ChinaJournal,No.59,January
2008,pp.1-30.

当然,根据发包的范围和承包方的权限等方面的不同,现实中多种多样的政策试点又可以分为试

点项目和试验区两类。比如,根据某些学者的归纳,在前者中,就包括了探索型试点、测试型试点和示范型试

点等三小类,在后者中又包含了诸如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省部共建试验区、国务院部委指导建设试验区

和地方自建试验区等类型。参见周望:《中国“政策试点”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4-78页。
参见(美)安·弗洛里妮等:《中国试验:从地方试验到全国改革》,冯瑾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版,第6页。
限于篇幅,这里不拟对“良性违宪”问题详细讨论,不过,这个广泛存在的现象其实也可以通过本文

的分析思路来加以透视,笔者的一个初步尝试。参见丁轶,见前注〔21〕,第30-33页。有关“良性违宪”问题

的经典文献,参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89-91页;童之伟:“‘良性违宪’不宜

肯定”,《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19-22页;张千帆:“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
第6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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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诚如前述所及,在行政发包制的状态下,中央名义上的正式权

威会与地方事实上的实质权威存在着一定的张力,而在严重时会直接发生冲突,其根源在于双

方间在信息资源掌握上存在着不对称、不均衡———中央政府掌握的信息往往较为匮乏,而地方

政府掌握的信息却极为丰富。于是,双方间对于有效信息的争夺和博弈就构成了理解当代中

国国家治理中一系列制度与实践的切入点:首先,尽管信访制度的设置及其相应产生的上访行

为屡遭诟病,但这种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其实和中央与地方间的信息资源争夺问题有部

分关系。在正常情况下,行政发包制下的属地化管理要求地方政府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治境

安民,将一切社会矛盾妥善解决、化解到地方层面,以便于减轻中央的治理压力和治理成本。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某些社会矛盾的产生恰恰是地方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甚至是非法行为造

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央再不知晓,其正式权威就会遭到严重侵蚀,甚至于在极端情况下

会产生统治风险。于是,通过信访制度的运行及其相应的上访行为就可以留下一个口子,让那

些其权益遭到地方政府非法侵犯的当事人能够主动上门提供信息,以便于跳出地方的利益共

同体和权力保护圈,进而,一旦中央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就可以对相应的地方政府行使权威,此

时名义上的正式权威就会转化成事实上的实质权威。在这个意义上,信访制度无疑构成了一

种特殊的信息搜集和反馈渠道,且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信访制度的存在构成

了对于地方政府的一种隐形威慑,它可以通过为少数当事人提供行政救济的契机而行使中央

的正式权威;〔99〕另一方面,信访制度却又发出了模棱两可的信号,这使得大量本无冤屈的当

事人纷纷进京上访,试图借助中央的正式权威来谋求一己私利,从而诱发出了无数的“无理上

访”和“偏执型上访”。〔100〕其次,中央与地方间围绕着信息资源的争夺还可以通过当代中国的

舆论监督和言论自由表达方式而体现出来。诚如有学者所指出过的那样,中国宪法体制内的

表达自由其实并非在现实中不存在,只是需要从西方宪法理论中跳出来,转而观察现实生活中

的宪法实践,这便是“跨省监督”。所谓的“跨省监督”,就是一种借助于以互联网为主体的现代

传媒,对地方政府的具体行为进行跨越省界般传递消息的监督形式和表达自由。值得注意的

是,这种“跨省监督”的表达实践存在着一定的界限,即只能针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揭露和监

督,而不能直接指向中央政府。〔101〕如果从本文的研究结论出发,上述实践和现象的存在也就

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实际上,中央的信息搜集和反馈渠道是多元的,远不止于信访制度这一

种,进而,借助于“跨省监督”这一表达形式,地方政府的大量违法行为就可以被直接暴露在中

央政府面前,且不需要耗费巨大的信息搜集成本。而当获得了足够的信息时,中央的正式权威

就会向实质权威转化,转而向地方政府问责,在这个过程中,中央而非地方的权威地位及其合

法性形象就会得到重塑和再生产。与此同时,“跨省监督”又不能针对中央,因为中央名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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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00〕

〔101〕

参见应星:“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58-71页。
参见陈柏峰:“无理上访与基层法治”,《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第227-247页;陈柏峰:“偏执型

上访及其治理的机制”,《思想战线》2015年第6期,第98-105页。
参见田雷:“跨省监督———中国宪政体制内的表达自由”,载《北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编:《北大

法律评论》(第13卷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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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权威高高在上,不容任何挑战,一旦在现实中被频频质疑,也就失去了推动“名与实”间权

威相互转换的根本动力。

当然,必须承认,本文的研究并非毫无争议,针对学界可能提出的一种反对意见,我们拟在

本文的最后给出简要的回应,亦即,既然“两个积极性”条款位于宪法总纲之中,那么,这部分条

款由其性质所决定,就必然会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含混性、原则性、指导性等特征。因此,

涉及到“两个积极性”条款的一系列问题可能在更大程度上与立法技术、立法缺陷等因素相关,

该条款并不具有如本文所揭示的丰富内涵和价值。针对此种疑问,我们认为存在合理的理由

可以将“两个积极性”条款与宪法总纲中的其它条款加以区别对待:在我们看来,“两个积极性”

条款其实并非是一个僵死的条文,相反,它是一个在现实中得到了真正实施的宪法条款,只不

过这种实施方式并非宪法学界所期盼的那种“法律化实施”,而是一种以执政党主导的动员模

式为基础,强调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集中力量、特事特办,进而将“宪法实施置于一个更

长的历史维度和更宏观的社会背景下,予以统筹安排”的“政治化实施机制”或“附属型的宪法

实施”方式,〔102〕本文对于压力型体制和行政发包制及其相互间嵌入关系的详细考察即是明

证。显然,在这种新型实施方式下,“两个积极性”条款就焕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光彩———“两个

积极性”条款远非是一个含混、笼统而又充满了内在张力的政治宣言、政策规定和指导原则,在
其模糊性表述的表面背后,实则蕴含了理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线索和深层密码。换言

之,它实际上是一种对于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就形成的“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相统一的央地

关系实践和状态的制度化总结与法治化凝固,〔103〕它在如实反映着政治现实的同时,又以高度

的灵活性对变化中的央地关系结构进行着动态调整,不但是以成文宪法的形式对于现实实践

的映射,也在深层次的当代中国宪制层面重塑了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而由此所衍生出来的各

种制度、实践、关系和机制,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前的政治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向。就此

而论,就像有学者所总结出的当代中国宪法中的“五个根本法”一样,〔104〕“两个积极性”条款其

实也构成了中国宪法中的另一大“根本法”———它事实上属于我们宪法中的“绝对宪法”,不但

决定了“一个特定国家的政治统一性和社会秩序的具体的整体状态”,而且能够提供一种根本

的能量或力量“使政治统一体处于不断形成、不断被创造的过程中”,〔105〕为在现实中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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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03〕

〔104〕

〔105〕

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85-88页。针对八二宪法

之政治化实施机制的一个具体研究,参见丁轶:“国家治理视野下的中国社团治理———一种政治宪法学视角的

考察”,载《北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编:《北大法律评论》(第16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3
-120页。

对此,甘阳在他那本有名的《通三统》一书中就给出过精彩的论述,即“毛泽东时代实际形成了中国

式的‘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的统一。毛时代一方面是高度的政治集权,即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但另一方

面则形成了高度的‘行政分权’,特别是经济结构向地方倾斜的‘地方经济分权’,摆脱了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

高度‘行政集权’模式。”参见甘阳:《通三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2-33页。实际上,
这种“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相统一的央地关系模式,在中国古代历届王朝的国家治理中就已大体形成,具
体请参见周黎安,见前注〔72〕,第57-72页。

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高级法与根本法”,《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第494-498页。
施米特,见前注〔46〕,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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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继续出现的多元化央地关系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背书。进而,也正是在“根本法”和
“绝对宪法”(而非可以任意修改的“相对宪法”或“宪法律”)的意义上,我们才主张,涉及到“两
个积极性”条款的一系列问题,无法也不可能简单地以技术化和教义化的立法学思路和名义来

加以通约化处理,反倒是,在更深的层次和意义上,这需要一个国家中的政治精英与人民大众

共同携手,方能做出根本的政治决断与宪制选择。

最后,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本文的研究仅仅是一家之言,我们不否认、也不排斥对于“两个

积极性”宪法条款的多元化解读,只要这种解读能够有助于我们认清现实、实现学术研究中的

“知识增量”。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研究仅仅是未来深度研究的一个起点。

Abstract:IntheprocessofcontemporaryChina’sstategovernance,thestatusquoofultra-large

stategovernancerendersthedevolutionofpowersunderhierarchyfails,leadingtothephenomenonofor-

ganizationfailure.Inordertoremedythesituationandreducethegovernancecost,thedivisionofpowers

undercontractualgovernancesystemasafeasiblemeanshasbeenintroducedinactuality.Accordingly,

therearetwofacesofConstitution,thatis,theConstitutionasaconstitutionoforganizationandasa

long-standingcontract.Fromthetwodifferentreadingsofthe‘TwoInitiatives’clause,wecanfind

that‘localadaptationunderapressuresystem’and‘localizedmanagementunderadministrativesubcon-

tractsystem’arethekeyfactorsofthisclause.Atthesametime,bythemeansoforganizationalculture

andambiguousgovernance,thepressuresystemisimbeddedinthesystemofadministrativesubcontract,

andConstitutionwillalsotransformfromaconstitutionoforganizationtoalong-standingcontract.Ul-

timately,backedbytheinterconversionbetweenformalinstitutionandinformalinstitution,thenominal

authorityandthevirtualauthorityderivedfromthe‘TwoInitiatives’clause,thebasicstructurebetween

thecentralandlocalgovernmentincontemporaryChinaisinastablestatewhileinadynamicprocess,

realizingauniquecontractualgovernancesituationunderhierarchy.

KeyWords:“TwoInitiatives”ConstitutionalClause;IncompleteContract;AdministrativeSubcon-

tractSystem;OrganizationalCulture;Ambiguous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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